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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就业人口 

的职业结构变迁与跨地域流动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初步分析 

 

马  戎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2012 年公布并出版了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基本数据后，对

于这些数据的分析研究正在逐步展开，其中也包括对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王朋岗，

2013）。21 世纪的第一个 10 年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 10 年，是我

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经济贸易得到快速发展的 10 年，是中央政府实施“西部大开发”的

第一个 10 年，同时也是我国一些西部地区（新疆、西藏等）的民族关系出现新动态的 10 年。特

别是在这 10 年里，出现了以 2008 年拉萨“3·14”事件和 2009 年乌鲁木齐“7·5”事件为代表

的一系列恶性暴力事件，这使全国人民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给

与更多关注，也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是在新世纪中国保持国家统

一与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石。在这样一个大的宏观背景下，开展对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数据的分析，

特别是对西部地区重要少数民族藏族和维吾尔族社会发展状况与演变态势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

西部地区的民族关系和社会稳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本文主要讨论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变迁和未就业人口的结构，以及维吾尔

族和藏族的跨地域流动发展趋势。  

 

一、我国部分民族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变迁 

 

在我国政府认定的 56 个民族中，2000 年普查时有 17 个民族的人口达到 125 万人以上，这

17 个群体也是我国民族结构中人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族群。我国公布的人口普查结果提供了各族

劳动力的行业结构和职业结构分布的数据，由于职业结构与行业结构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马戎，

1988：78-81），本文省略了对各民族就业人口行业结构的分析而直接分析职业结构，但是在讨论

中，我们也会涉及到行业结构。 

社会学在分析不同族群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时，通常有几个关注点： 

（1）一个国家劳动力的整体职业结构可以大致反映出一个国家的产业或行业结构，即劳动

力在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商贸服务业、信息产业等）之

间的就业比例，反映一个经济体处于生产工业化、社会现代化的哪个具体发展阶段。在一个实现

了经济现代化的社会，通常第一产业劳动者的整体比例最低，第二产业劳动者的比例也在不断降

低，第三产业劳动者比例超过总数的一半1。而一个仍然处在从传统农业向工业化转型的社会，

农业劳动力的比例都在 50%以上。因此，当我们比较各族群劳动力的产业和职业结构时，可以大

致判断出哪个群体在工业化进程中走得步伐较快，哪个较慢。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劳动力转

移程度这个单一指标来衡量一个族群的发展与现代化程度，但是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激烈的

市场竞争时代，劳动力产业和职业结构变迁确实是重要的衡量指标。 

                                                        
1 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全美劳动力总数为 1.46 亿人，就业 1.38 亿人，总就业率为 94.5%。就业人口的行业分布

是：农业 800 万人，占 0.58%（实际可能为 2%左右）；非农产业 1.3 亿人，其中工业 2100 万人，占 16%；服

务行业 1.08 亿，占 84%。（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677398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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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一个多民族（族群）国家内部，“族群分层”（ethnic stratification）的一个重要指标

就是各族群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的相互比较。在西方族群社会学的研究体系中，职业结构是分析

“族群分层”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和量化分析的数据来源（马戎，2004：231-295；麦格，2007：

31-57）。如果在一个族群的全体就业者中，农牧业劳动者的比例很高，说明这个群体有很大比例

的劳动者仍然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如果一个族群的成员担任政府重要职位的人数和比例较高，说

明这个群体在行政权力与政府决策方面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如果一个族群从事专业技术职业（法

官、科学家、教师、医生、工程师、技术人员等）的比例高，说明它的成员教育水平普遍较高，

并在社会经济活动与文化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3）在分析研究“族群分层”的同时，社会学家们同样关注各族群在“社会流动”方面的

差异性及影响少数族群成员实现纵向“社会流动”的制度性因素。在一个基本没有族群偏见与歧

视的社会，各族群的优秀成员通过自己努力实现个人在社会阶层阶梯上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大

致相同，他们能够凭靠自己的学业成绩进入一流大学，毕业后得到较好的工作职位并继续凭靠个

人努力和业绩得到提升和发展，并获得相应的收入和优裕的生活条件，享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在

一个多族群国家内，少数族群的优秀成员如果能够保持不低于主流群体的“社会流动”性，那么

他们不仅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个人理想的同时促进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也因此为本族群其他

成员做出表率，鼓励其他成员在体制内努力发展，提高他们对国家和主流社会的认同程度，并且

有可能为本族群其他成员的社会进入提供支持，从而保障了族群关系的和谐与社会整体的繁荣稳

定。 

现在国内研究“社会分层”和主流社会“社会流动”的成果较多（李强，1993；李培林，1995；

陆学艺，2002），也有一些学者发表了对少数族群人口学特征（年龄结构、婚姻、生育、死亡等）

进行分析比较的研究成果（杨一星等，1988；张天路，1993；张天路、黄荣清，1996；黄荣清等，

2004），但是我国长期以来对少数民族“族群分层”与“社会流动”状况的实证性研究仍十分薄

弱（菅志翔，2009）。 

如果我们能够获得多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我们就可以把各族群在前后几次人口普查中得

到的劳动力职业结构数据进行比较，这就不仅仅是静态和横向的结构比较，而且也是结构变迁模

式的纵向动态比较。在跨越一个时间段（10 年或 20 年）的演变中，有的群体在政治权力和经济

结构中的相对地位可能出现改善，有的群体则可能进一步恶化；而且不同族群之间，相对地位改

善的特征与程度也存在差别。这种跨时间段的结构比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各族群的不同发展态

势，分析各族群“社会流动模式”的特点，并借助这一分析来理解各群体对于自身社会经济发展

状况的满意程度，解读现实社会中族群关系的影响因素（马戎，2003）。表 1 是根据 1990 年、2000

年和 2010 年这三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的这 17 个民族 16 岁以上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 

对全国 17 个民族的就业劳动力职业结构进行比较后，我们认为以下几点特别值得关注。 

（1）在 1990-2010 年这 20 年期间，我国劳动力的整体职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农业（包

括畜牧业、渔业等）劳动者的比例从 1990 年的 70.58%下降到 2000 年的 64.46%，再下降到 2010

年的 48.33%，中国正在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转型为一个工业化国家，这与我国农村人口整体下

降的幅度大致同步。但是，在这个工业化进程中，我国不同地区的工业化进度和经济结构面临的

主要问题是很不一样的，各种经济统计数据都充分表明，我国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在工业化水平

和市场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正在迅速拉大。 

在表 1 的 17 个民族中，我们看到虽然维吾尔族就业人口中的农业劳动者比例在 1990-2000

年期间有所下降，但在 2000-2010 年却逆全国发展的大趋势从 80.35%上升到 82.74%。在此期间，

农业劳动者比例上升的另一个群体是哈萨克族，但上升幅度较小（仅从 77.12%上升到 77.57%）。

2000-2010 年期间农业劳动者比例变化与全国其他各民族的整体发展趋势相反的只有维吾尔和哈

萨克这两个族群。即使是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较慢的藏族，农业劳动者比例在此期间也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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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从 86.74%下降到 82.96%），其它族群则下降幅度不一，下降较快的朝鲜族和土家族都下

降了 20%左右，而回族、蒙古族、满族和彝族下降了约 7%。朝鲜族农业人口比例只有 26.36%，

相当于汉族这一比例的 56.81%。 

 

表 1、中国各民族就业人口职业结构变迁 

 党政机构负责人 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 商业、服务业 

 1990 2000 2010 1990 2000 2010 1990 2000 2010 1990 2000 2010 

全国合计 1.75  1.67 1.77 5.31  5.70 6.83 1.74  3.10 4.32 5.41  9.18 16.17 

汉  族 1.79  1.72 1.85 5.39  5.80 7.00  1.78  3.19 4.45 5.58  9.52 16.79  

蒙古族 2.70  2.22 1.63 9.36  8.29 9.09  2.92  3.66 5.05 4.97  6.77 11.06  

回  族 2.21  2.23 1.75 6.14  6.28 6.67  2.29  3.88 4.42 9.20  13.81 19.40  

藏  族 1.29  1.00 0.76 6.24  5.29 5.09  1.13  1.82 2.74 1.53  2.51 4.88  

维吾尔族 0.87  0.84 0.47 4.15  5.36 4.24  1.07  1.94 1.93 3.67  5.49 5.95  

苗  族 0.60  0.54 0.53 2.27  2.67 3.15  0.70  1.14 1.92 1.21  2.91 6.66  

彝  族 0.68  0.58 0.52 2.12  2.52 2.81  0.75  1.09 1.63 0.96  2.23 5.01  

壮  族 0.87  0.62 0.64 3.19  3.91 4.12  0.91  1.63 2.37 2.24  5.05 9.41  

布依族 0.58  0.63 0.56 2.38  2.80 3.57  0.72  1.25 2.17 1.03  2.57 6.19  

朝鲜族 4.07  3.67 3.86 12.15  11.98 13.45  3.07  5.34 6.53 9.62  17.05 32.97  

满  族 2.39  2.12 1.81 7.21  6.84 7.35  2.11  3.24 3.98 5.91  8.63 13.16  

侗  族 0.79  0.79 0.74 3.16  3.88 4.50  0.95  1.50 2.68 1.71  3.97 8.97  

瑶  族 0.81  0.70 0.58 2.64  3.32 3.66  0.79  1.42 2.21 1.29  3.13 6.25  

白  族 1.23  1.07 0.88 4.77  5.18 5.86  1.34  2.18 3.30 2.46  5.44 9.71  

土家族 0.91  0.81 0.88 3.37  3.96 5.12  1.00  1.76 3.09 2.14  4.83 10.65  

哈尼族 0.52  0.50 0.41 1.81  2.30 2.58  0.73  0.90 1.48 1.03  2.60 7.00  

哈萨克族 1.82  1.87 1.23 8.81  9.67 7.37  1.80  3.15 3.68 2.90  3.36 5.15  

 农林牧渔劳动者 生产、运输工人 其他 总计 

 1990 2000 2010 1990 2000 2010 1990 2000 2010 1990 2000 2010 

全国合计 70.58  64.46 48.33 15.16  15.83 22.48 0.05  0.07 0.10 100.0 100.0 100.0 

汉  族 69.59  63.09 46.40 15.83  16.61 23.41  0.05  0.07 0.10 100.0 100.0 100.0 

蒙古族 70.33  70.75 63.25 9.63  8.26 9.82  0.10  0.05 0.10 100.0 100.0 100.0 

回  族 61.71  59.59 52.72 18.37  14.13 14.95  0.09  0.08 0.09 100.0 100.0 100.0 

藏  族 86.17  86.74 82.96 3.63  2.57 3.50  0.00  0.07 0.07 100.0 100.0 100.0 

维吾尔族 84.07  80.35 82.74 6.15  5.89 4.55  0.02  0.13 0.12 100.0 100.0 100.0 

苗  族 92.73  86.84 70.40 2.48  5.86 17.28  0.01  0.05 0.06 100.0 100.0 100.0 

彝  族 93.26  90.54 82.58 2.23  3.02 7.42  0.00  0.01 0.03 100.0 100.0 100.0 

壮  族 88.48  79.96 69.21 4.30  8.71 14.14  0.01  0.13 0.11 100.0 100.0 100.0 

布依族 92.91  87.77 69.29 2.38  4.95 18.16  0.01  0.03 0.05 100.0 100.0 100.0 

朝鲜族 51.65  46.94 26.36 19.27  14.81 16.73  0.15  0.22 0.09 100.0 100.0 100.0 

满  族 66.95  65.86 58.45 15.35  13.28 15.21  0.09  0.04 0.04 100.0 100.0 100.0 

侗  族 90.10  81.61 63.36 3.28  8.20 19.66  0.01  0.05 0.10 100.0 100.0 100.0 

瑶  族 91.68  85.29 73.81 2.78  6.05 13.38  0.00  0.10 0.11 100.0 100.0 100.0 

白  族 82.31  79.25 66.67 7.88  6.85 13.54  0.00  0.03 0.04 100.0 100.0 100.0 

土家族 88.56  80.09 60.20 4.00  8.51 19.94  0.01  0.03 0.12 100.0 100.0 100.0 

哈尼族 93.84  90.51 78.70 2.07  3.18 9.79  0.00  0.01 0.04 100.0 100.0 100.0 

哈萨克族 80.26  77.12 77.57 4.37  4.79 4.94  0.04  0.04 0.05 100.0 100.0 100.0 

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1993a：752-763。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2002b：821-824。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2012b：746-748。 

 

解释维吾尔族农业劳动者比例上升的原因可能有几个。其中一个原因是维吾尔农村人口的生

育率较高。2000 年维吾尔族 45-49 岁妇女曾生育子女数为 4.43（全国少数民族平均水平为 3.02），

2000 年维吾尔族粗生育率为 16.76‰（全国少数民族平均水平为 14.27‰）（黄荣清等，2004：138，

132），在全国少数民族中，维吾尔族的这两个生育率指标是相对较高的。同时，维吾尔族的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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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要高于城镇生育率，农村青年在初中毕业后通常被统计为“农业劳动力”。另一个原因是

维吾尔族的双语教育起步较晚，2006 年新疆接受双语教育的中小学生只占学生总数的 5.86%，

2010 年增至 39.3%（李儒忠，2012：22），近年正在起步的双语教育发展对维吾尔族青年在城镇

就业应当具有正面影响，但是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在就业市场上显现出来，目前居住在基层农村

社区的绝大多数维吾尔族民众和青少年仍然没有熟练掌握汉语，这使他们在家乡村庄以外的城镇

非农产业的就业面临很大的语言障碍。 

（2）在人口普查中统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职业是“党政机构负责人”（全称是“国家机关、

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这些人是除了民间组织、私营企业之外的党政机关、国有

企事业单位的实际掌权者，他们的比例和实际人数代表着各个族群在社会权力结构中占有的地位

和影响政府政策的能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职业群体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干部”或“公务

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干部”或“公务员”这两个概念通常也包括另外一个职业群体“办

事人员和有关人员”，而其人数是“机构负责人”的 2.44 倍1。 

在 1990-2000 年期间，全国就业人口中的“党政机构负责人”比例从 1.75%下降到 1.67%，

这与当时中央政府推行国有企业破产重组、行政部门合并、党政机构精简的改革政策有关。同期

全国“党政机构负责人”的绝对人数也从 1990 年的 1126.9 万人下降到 2000 年的 1115.7 万人。

我们从表 1 中看到，除了回族、布依族和哈萨克族之外，其他群体的“党政机构负责人”比例在

1990-2000 年期间随全国机构精简潮流都有所下降。 

在 2000-2010 年期间，全国就业人员中“党政机构负责人”的比例增加到 1.77%，实际人数

增加到 1268.8 万人。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个人数增加的潮流中，除了汉、壮、朝鲜、土家 4 个

族群的“党政机构负责人”比例有所增加以外，其他各群体都在下降。最突出的是汉族“党政机

构负责人”的比例从 1.72%增至 1.85%，实际人数从 1050.4 万人增加到 1212.4 万人，增幅为 15.4%。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维吾尔族“党政机构负责人”在这 10 年里不仅其比例从 0.84%下降到

0.47%，实际人数也从 3.773 万人下降到 2.555 万人，降幅为 32.3%。同期蒙古族“党政机构负责

人”的实际人数从 6.884 万人下降到 4.933 万人，降幅 28.5%；藏族“党政机构负责人”的实际

人数从 2.906 万人下降到 2.453 万人，降幅 15.6%。 

维吾尔、蒙古、藏这三个民族都有各自的省级自治地方，其人口基本上集中居住在自治地区，

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要求和党中央多年来的干部政策，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在本族自治地方

干部队伍中的比例应当是稳定的，而且其人数应当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有同步的增长。但是这

10 年里出现的实际情况却与人们的预期相反，这是什么原因？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有可能是近些年中央政府在选拔任用领导干部时比较强调“年轻

化”和“知识化”，各级政府机构都有关于所属干部、职员学历结构（本科、硕士、博士的比例）

的考核评价指标，而人所共知的事实是汉族传统上非常重视子女教育和继续教育（即在职攻读学

位），这使汉族人员在领导干部选拔中因为具有较高受教育水平而占有优势。朝鲜族是我国另一

个传统上非常重视教育的民族，在 2000-2010 年期间，朝鲜族“党政机构负责人”的比例从 3.67%

增长到 3.86%。比例增加的另外两个群体是壮族和土家族，它们“党政机构负责人”的比例原本

也不高，在 2000-2010 年期间分别从 0.62%增长到 0.64%和从 0.81%增长到 0.88%，即使有所增长，

幅度也很小。这两个民族对待教育的态度与汉族基本一致。 

除了以上原因外，在探讨为什么这三个自治区主要少数民族“党政机构负责人”在本族就业

人员中所占比例和实际人数下降时，这些自治地方在干部任用的组织路线上是否存在某种对少数

                                                        
1 2000 年及 2010 年人口普查采用“长表”、“短表”相区分的方法，关于职业的数据属于 10%抽样样本的“长表”

（2000 年实际样本为总人口的 9.5%）。本文对 2000 年和 2010 年普查公布的各职业人口的绝对数字，均乘以

10 倍，以便与 1990 年普查数据和其他数据进行比较。因此，根据 2010 年普查数据，在全国 15 岁以上就业人

口中，“机构负责人”应为 1268.8 万人，“办事人员”为 3093.9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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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干部不信任的倾向和族群偏见，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特别是近些年来新疆各地连续发

生了一些恶性暴力事件，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在强调“维稳”和反分裂，这一发展态势对当地

民族关系以及对少数民族干部的选拔和任用，不可避免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一方面，原来在职

的少数民族干部因为年龄原因逐年退休，另一方面并没有及时选拔补充进少数民族年轻干部，这

就导致少数民族负责干部总人数下降。 

2000-2010 年期间出现的这一变化态势是各级政府、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都必须认真思

考的问题。一些少数民族“党政机构负责人”比例和实际人数显著下降，这已经成为不需要统计

数据来说明的、能够普遍被人们感知到的客观现象，这一现象很自然地会使少数民族干部感到“不

受信任”和“被边缘化”，而他们的抱怨会更进一步增加上级机关的疑虑，使他们在未来的负责

人选拔中处于劣势，从而在干部选拔过程中形成某种“恶性循环”。这样的发展前景令人忧虑。 

（3）“专业技术人员”是就业人口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业群体，这个职业群体的成员通

常都接受过良好教育（大学毕业或更高的教育），他们是创造知识和生产力的社会精英，是各类

研究机构、学校、医院、企业、文化部门及各行各业的骨干人员。在一个国家的就业人口中，这

个职业群体所占比例的上升是这个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在 1990-2000 年期间，我国

“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从 5.31%增长到 5.70%，而在 2000-2010 年期间，更是快速增长到 6.83%。 

在 1990-2000 年期间，除了藏族、朝鲜族和满族以外，表 1 中其他族群的“专业技术人员”

都有比较明显的增长。在 2000-2010 年期间，“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下降的只有藏族、维吾尔族

和哈萨克族。从实际人数的变化来看，藏族的“专业技术人员”从 15.382 万人增长为 16.433 万

人，但是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专业技术人员”不仅所占比例下降，实际人数也有所下降，维

吾尔族从 24.153 万人降到 23.275 万人，哈萨克族从 5.540 万人下降为 4.677 万人，降幅分别为

3.6%和 15.6%。直接的原因是这些族群的原有专业技术人员逐年有部分人退休，而每年新增人数

少于退休人数，由此导致整体人数下降1。 

对于为何新补充进“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人员减少，这可能需要从受

教育水平和语言能力等几个方面来寻找原因。在对受教育水平进行统计与比较分析时，我们不能

仅仅关注教育部门的学历统计（如大学毕业人数、高中毕业人数），还需要考虑学生掌握专业知

识的实际能力（通常体现在考试成绩上）和交流能力（根据就业市场的实际情况，需要考虑学生

在校学习知识时使用的具体语言），在当前我国毕业生就业方式主要是通过劳动力市场机制的条

件下，毕业生在就业市场的表现（是否实现就业、具体就业岗位）大致可以反映毕业生的这些方

面的实际竞争能力。 

由于我国部分自治地区少数民族学校长期以来的教学语言主要是母语（如维吾尔族、哈萨克

语、藏语、蒙古语、朝鲜语），在这些学校就读的“民考民”学生2在校期间对于专业性知识（中

小学的数理化、大学的具体专业）都是通过母语教科书和课堂教学来学习和掌握的。因此，在我

国当前城镇就业市场大多要求汉语为主要交流工具的现状下，这些“民考民”学生的求职必然面

临很大的困难。与此同时，我国各地区（特别是民族自治地区）在大学录取中长期实行“加分”

优惠政策或按照比例降分录取少数民族考生，这也降低了少数民族学生入校后的实际教学水平和

毕业后的专业竞争力。例如 2011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等学校录取考试中，“民考民”（主要是

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考生的文科第一批录取分数线比汉族考生低 80 分，理科第一批比汉族考

生低 120 分，除总分外，文科第一批数学单科录取分数线为 30 分，理科第一批为 34 分（马戎，

2012：200），因此进入同一所大学的汉族学生与少数民族学生的知识水平差距十分明显。入校后，

                                                        
1 哈萨克族是否存在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迁往国外的现象，需要进一步了解。 
2 “民考民”考生是指长期在少数民族学校使用本民族语言学习各科、加授汉语课的少数民族学生，在高考中使

用少数民族语言的各科试卷。另一组群体是“民考汉”，即长期在普通汉语学校使用汉语教材和授课的少数民

族学生，在高考中与汉族学生一样使用汉语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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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分别编班授课，这样少数民族班里即使有一些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也必

须服从于大多数人的学习难度与教学进度，导致少数民族学生整体性的学习成绩滞后。同时大幅

降分录取也使社会和就业市场对少数民族学生得到一个整体性的负面刻板印象。加上使用少数民

族语言和教科书学习的专业知识与城镇就业市场、就业环境所要求的汉语交流、工作要求有距离，

这就使得少数民族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极为严峻，自 20 世纪 90 年代就已经成为新疆等地区非常严

重的社会问题。这些自治地方大学招生规模越大，毕业生越多，毕业后待业、失业的情况就越严

重（李晓霞，2009）。 

除此之外，我们也要从各单位在招收人员过程中是否存在“族别歧视”这个方面来找原因。

近些年我们在新疆实地调查时，听到了许多有关就业“族别歧视”的抱怨，甚至有些单位在招募

人员时公开标明对招收人员“民族成分”的要求或声明不招收某某族。积少成多，也许正是基层

各单位的这种做法的后果积累起来，最后导致近些年一些族群“专业技术人员”整体比例和实际

人数的显著下降。对于这一趋势对少数民族发展、少数民族青年的社会流动性及当地民族关系造

成的负面影响，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必须给与高度关注。 

（4）“办事人员和其他人员”这个职业群体的成员主要是各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办公室的

工作人员，虽然他们不是行政决策人也不直接参与生产性活动，但他们却是社会各个机构得以运

转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社会阶层”的阶梯中处于中间位置。在现代社会中，这个职业群体

一般都具有相当的人数规模。中国就业人口中“办事人员”的比例从 1990 年的 1.74%，增长到

2000 年的 3.10%，再增长到 2010 年的 4.32%，20 年期间增加 1.38 倍。 

与全国的发展态势同步，表 1 的各民族中绝大多数的“办事人员”比例和实际人数在此期间

均有显著增长，唯一的例外是维吾尔族的“办事人员”比例在 2000-2010 年期间有轻微的下降（从

1.94%到 1.93%），但是由于同期维吾尔族总人口和就业总人数增长较快1，维吾尔族“办事人员”

实际人数仍从 8.757 万人增加到 10.593 万人。 

（5）“商业与服务业人员”在 1990 年普查时曾被设计为两个职业组，2000 年和 2010 年普

查合并为一组。这一合并也反映出自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商业”和“服务业”已经越来越无法

加以区分了。 

无论是 1990-2000 年期间还是 2000-2010 年期间，所有族群的“商业服务业人员”在各族总

就业人口中的比例都在上升，但是各族群的上升幅度是不同的。2000-2010 年期间，藏族的“商

业服务业人员”比例增长 94. 4%，壮族比例增长 86.3%，汉族比例增长 76.4%，蒙古族比例增长

63.4%，回族比例增长 40.5%。相比之下，维吾尔族的“商业服务业人员”比例仅仅增长 8.4%，

这个低增长率同样值得关注，因为甚至同在新疆的哈萨克族从事商业服务业的比例也增长了

53.3%。 

我们注意到，在这 10 年许多沿海和内地城市出现了由西北穆斯林族群（回族、撒拉族、东

乡族等）开办的餐饮业（如拉面馆），形成了一个遍布全国城镇的清真餐饮业网络。但是我们同

时也观察到，在北京由维吾尔族开办的餐馆却呈逐年减少之势，一些曾经由维吾尔族经营的清真

餐馆也逐步转由回族或撒拉族经营。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阻碍了维吾尔族农村人员进入新疆和

内地的商业和服务业？为什么本来维吾尔族很有特色和市场优势的清真餐饮业并没有在全国各

地发展起来，甚至一些街头的食品零售（如烤肉串、切糕、哈密瓜等）也呈下降趋势（哈尼克孜·吐

拉克，2013：13-16），这成为一个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调查的研究专题。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

一客观现实对于改善维吾尔族的社会阶层结构和农村脱贫是非常不利的。 

                                                        
1 我国维吾尔族总人口从 2000 年的 8,399,393 人增加到 2010 年的 10,069,346 人，增长 19.9%，远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7.26%），同期就业总人口也从 2000 年的 4,507,840 人增长到 2010 年的 5,482,940 人，增长 21.6%，同

样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15%）。维吾尔族快速增长的人口和就业适龄人口规模，也是近年来维吾尔族在城

镇面临严峻就业问题、农业劳动者比例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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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业是“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这就是我们通常所

说的“蓝领”工人（包括制造业工人、建筑工人、采矿工人、司机等），他们是经过不同层次的

专业培训并具有一定操作技能的体力劳动者，也是“第二产业”劳动者的主体。这些工人一般都

有比较稳定的工作岗位，享有相应的退休养老、医疗保障等福利，通过企业工会组织和社会网络，

他们的组织性和社会影响力一般高于农民。 

1990-2000 年期间，在表 1 的 17 个族群中，蒙古、回、藏、维吾尔、朝鲜、满、白这 7 个群

体的“生产运输工人”比例是下降的，其余 10 个族群的相关比例均有所增加。在 2000-2010 年

期间，维吾尔族是“生产运输工人”比例下降的唯一群体，不仅比例从 5.89%下降到 4.55%，实

际人数也从 26.549 万人下降到 24.948 万人。在 17 个族群中，维吾尔族也是 1990-2000 年这 20

年里工人队伍比例持续下降的唯一群体，这一变化态势与我国其他民族的发展趋势形成鲜明的对

比。同样居住在新疆而且也信奉伊斯兰教的哈萨克族，2000-2010 年“生产运输工人”比例从 4.79% 

上升到 4.94%，实际人数从 2.744 万人增加到 3.136 万人。 

那么，究竟是哪些原因阻碍了维吾尔族青年加入“生产运输工人”队伍？第一个解释是语言

障碍和与文化传统相关的就业观念影响了他们受雇于已经与内地经济融为一体的制造业、运输

业、建筑业等产业，但是哈萨克族也面临几乎相似的问题，这又如何解释哈萨克族产业工人的持

续增长？第二个可能的解释是，在哈萨克族聚居的北疆地区，采矿业和制造业要比维吾尔族聚居

的南疆绿洲地区相对发达一些，因此，族群区域聚居和区域产业结构很可能是影响这两个族群劳

动力成为生产和运输工人的主要原因。第三个解释是，在新疆各地特别是南疆的城镇劳动力业市

场中存在以维吾尔族为对象的制度性歧视。如果存在这种民族歧视，在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

代是否也存在这样的民族歧视？还是在近 10 年里才逐渐产生的？这一现象又是由于哪些原因造

成的？以上三种可能性对维吾尔族“生产运输工人”队伍人数的下降各自发挥了多少作用？如果

我们希望改变这一发展态势，政府需要采取哪些具体措施？以上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分析新疆

民族关系问题时必须重视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思考的。 

（7）我们讨论的最后一个职业是“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这个职业的人口总数规模并不

大，1990 年为 31.768 万人，2000 年为 44.273 万人，2010 年为 69.691 万人。这说明在市场经济

和自主择业的体制下，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一些“不便”分到以上七大类就业群体的人员，而且人

数规模还在增长。在表 1 的 17 个族群当中，除了维吾尔、壮和朝鲜 3 个群体之外，其他族群就

业人员被归为这一类的比例都有所上升或保持不变。 

 

二、我国部分民族适龄人口未就业的原因结构分析 

 

    前面讨论的是部分民族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及其变迁，在这些职业组就业的人员之外，社会

中还存在 15 周岁以上因各种原因未就业的人员。在 2000 年和 2010 年两次普查中，对于“未就

业人员”的分类有所不同（参见表 2）。这些“未就业人员”主要是城镇居民，因为农村居民中

15 岁以上除了“在校读书”者外，通常被归类为“农牧业劳动者”。 

     2000 年人口普查把“未就业人员”分为七类：（1）在校学生：正在接受各级各类学校教育

并有学籍的人；（2）丧失工作能力：指因心理、生理残疾和疾病等原因丧失工作能力的人；（3）

从未工作正在找工作：在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从未工作过，正在以某种方式积极寻找工作

的人；（4）失去工作正在找工作：在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过去曾从事有收入的工作，普查

时没有工作且正在积极找工作的人；普查时从事某种有收入的临时工作者不在此列：（5）离退休：

已办理退休手续，依靠退休金生活的人，离退休后再参加劳动并取得报酬的人不在此列；（6）料

理家务：从事家务劳动且没有劳动收入的人，农村中料理家务兼从事农业副业劳动者不在此列（国

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2002：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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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人口普查把“未就业人员”分为 9 类：其中的（1）在校学生；（2）丧失共同作能力；

（7）离退休；（8）料理家务；（9）其他；这 5 类与 2000 年的分类完全相同；（3）毕业后无工作，

这与 2000 年的“从未工作”的内涵相同，直接反映学校毕业生的待业情况。2000 年的“失去工

作正在找工作”这一类根据失业的具体原因被细化为 3 类：（4）由于单位原因无工作：如职工因

单位改制（关停并转）而“下岗”待业；（5）由于本人原因无工作：如职工个人主动辞职“下海”

去从事私人经营或受雇于私人或外资企业，但因从业不成功而失业；（6）因承包地被征用无工作：

即承包的耕地被政府为了进行开发建设征用，此后失去农业生产资料的农民。这种新的划分有助

于我们理解失业人员的具体状况并思考政府今后如何帮助他们实现就业的途径和条件。 

 

表 2、2000 年、2010 年全国部分民族未工作人口结构（%） 

 在校学习 丧失工作能力 离退休 料理家务 其他 

 2000 2010 2000 2010 2000 2010 2000 2010 2000 2010 

全  国 20.85  25.20  15.63  15.18  17.65  19.00  29.98  25.83  5.30  7.44  

汉  族 20.52  25.01  15.56  14.92  18.07  19.55  29.92  25.80  5.27  7.32  

蒙古族 24.60  35.04  12.97  12.93  10.98  12.25  35.56  25.51  4.68  7.44  

回  族 18.31  23.88  12.86  13.20  21.40  20.87  27.62  24.85  6.42  8.87  

藏  族 16.27  27.19  32.11  24.09  7.03  5.22  31.57  25.25  9.58  15.32  

维吾尔族 33.40  26.49  10.88  12.19  11.09  8.39  33.08  35.91  3.22  10.39  

苗  族 28.04  28.27  21.60  24.08  6.60  4.96  30.75  25.71  6.05  11.44  

彝  族 28.88  33.93  26.34  26.88  8.45  5.69  27.49  21.05  4.39  7.56  

壮  族 33.79  27.36  14.45  22.15  8.92  10.31  29.39  24.70  5.23  8.89  

布依族 27.06  28.24  21.70  25.18  7.06  4.93  33.19  25.10  4.71  10.94  

朝鲜族 18.38  18.75  9.46  13.53  20.16  30.82  23.79  17.97  11.54  9.59  

满  族 20.17  27.55  13.92  12.90  14.60  16.06  32.98  28.43  4.88  6.41  

侗  族 28.50  26.04  18.51  24.99  8.14  6.36  31.99  26.76  6.00  10.18  

瑶  族 33.40  29.03  17.64  24.42  5.81  6.87  30.49  25.01  4.92  9.15  

白  族 27.12  31.22  21.83  24.04  14.28  10.98  27.49  21.87  4.02  6.40  

土家族 24.49  29.83  23.55  23.65  8.24  6.66  28.64  23.96  7.18  10.16  

哈尼族 27.53  24.99  21.37  30.53  6.27  5.35  31.21  25.37  8.07  8.41  

哈萨克族 23.20  23.98  8.23  8.15  7.12  9.74  47.02  43.12  2.45  6.96  

   
从未工作正

在找工作 

毕业后

无工作 

失去工作正

在找工作 

三种原因 

无工作 

1.单位原

因无工作 

2. 本人原因 

无工作 

3. 承包地 

征用 
总计 

 2000 2010 2000 2010 2010 2010 2010 2000 2010 

全  国 5.63  2.79  4.97  4.55  1.78  2.27  0.51  100.0 100.0 

汉  族 5.58  2.76  5.08  4.64  1.82  2.31  0.51  100.0 100.0 

蒙古族 7.00  3.74  4.22  3.10  1.36  1.50  0.24  100.0 100.0 

回  族 7.20  3.38  6.19  4.96  2.35  2.07  0.54  100.0 100.0 

藏  族 2.89  1.96  0.54  0.97  0.23  0.46  0.28  100.0 100.0 

维吾尔族 6.60  4.17  1.72  2.46  0.73  1.18  0.54  100.0 100.0 

苗  族 5.01  3.08  1.95  2.46  0.68  1.35  0.42  100.0 100.0 

彝  族 3.02  2.63  1.44  2.26  0.68  1.02  0.56  100.0 100.0 

壮  族 5.70  2.65  2.52  3.95  1.02  2.36  0.56  100.0 100.0 

布依族 4.58  3.09  1.70  2.52  0.49  1.33  0.69  100.0 100.0 

朝鲜族 8.52  3.01  8.14  6.31  2.17  3.45  0.69  100.0 100.0 

满  族 8.01  4.37  5.43  4.27  1.84  2.03  0.40  100.0 100.0 

侗  族 4.73  3.13  2.13  2.55  0.88  1.43  0.25  100.0 100.0 

瑶  族 5.90  2.90  1.84  2.63  0.76  1.73  0.14  100.0 100.0 

白  族 3.22  2.52  2.03  2.98  1.16  1.07  0.75  100.0 100.0 

土家族 5.26  2.80  2.66  2.93  1.03  1.42  0.47  100.0 100.0 

哈尼族 3.96  3.11  1.58  2.24  0.82  1.19  0.22  100.0 100.0 

哈萨克族 10.24  5.93  1.73  2.11  0.77  1.14  0.2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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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2002：825-828； 2012：825-828。 

 

从表 2 中 17 个族群“未就业人口”内部不同情况的比例结构来看，有几点值得关注。 

（1）在 2000-2010 年期间，维吾尔族 15 岁以上的“未就业人口”总数从 134.8 万人增加到

177.7 万人，增幅为 31.6%，这些人既没有参与农业劳动，也没有在其他非农产业就业。这些新

增加的“未就业人口”当中包含了因多种原因而没有就业的人员。 

（2）在全国 15 岁以上未就业人口中，“在校学生”的比例从 2000 年的 20.85%增加到 2010

年的 25.20%，这反映出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上高中和上大学的学生人数在显著增加。在

表 2 的 17 个族群中，除了 5 个族群外，其他群体的“在校学生”比例都随着全国发展大趋势而

有明显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在这 5 个组群中，维吾尔族和壮族的相应比例下降幅度最大，维吾

尔族从 33.4%下降到 26.49%，壮族从 33.79%下降到 27.35%，降幅均超过 6%。与此同时，正是

维吾尔族“未就业人口”总人数的显著增长使得维吾尔族“在校学生”人数虽然在这 10 年期间

从 45 万人增加到 47.1 万人，但在“未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仍然大幅下降。 

（3）在 2000 年，“丧失工作能力”这部分人员所占的比例，哈萨克族和朝鲜族最低（8.23% 

和 9.46%），藏族的比例最高（32.11%），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 15.63%，几乎占全体未就业人

员的三分之一。这一现象很可能与藏族居住在相对恶劣的高原地理环境、人口密度低及相对较差

的就医条件相关，如此规模的“丧失工作能力”人口需要国家民政部门和社会保障部门给与特殊

关注。到了 2010 年，藏族的“丧失工作能力”人口的比例大幅下降到 24.1%。导致这一变化的

原因需要进一步调查分析。 

2000-2010 年期间，在这 17 个民族当中，有 12 个群体“丧失工作能力”人口比例有所增长，

如壮族从 14.45%增长到 22.15%，哈尼族从 21.37%增加到 30.53%，其原因需要深入研究。这些

族群都分布在西南地区，是否与当地矿产等资源开发中人们多在开采厂矿打工易患肺尘病有关？

从逻辑上分析，也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即近年来当地社会保障事业逐步深入到少数民族基层村

落，政府对于“丧失工作能力”标准的认定工作在不断完善，投入的经费也在不断增加，因此在

这 10 年里有关部门（民政系统、基层政府）把原来没有统计进来的部分人员重新认定为“丧失

工作能力”人员，因而使普查中的“丧失工作能力”人员数量和比例显著增加。这一假设是否成

立，尚需要通过实地户访调查来加以证实。 

（4）因为“离退休”而没有继续工作者的比例，汉、满、壮、蒙古、朝鲜、瑶、哈萨克在

2000-2010 年期间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反映出族群人口老龄化和有较多公职人员这两个因素的综

合性作用。其他族群均有所下降，其中白族和维吾尔族下降约 3%，原因有待讨论，高生育率和

人口年轻化可能是主要影响因素。维吾尔族实际退休人数变化不大（2000 年为 14.949 万人，2010

年为 14.910 万人），白族实际退休人数从 3.503 万人增至 4.138 万人。 

（5）因为“料理家务”而没有工作的比例，除了维吾尔族在 2000-2010 年期间有明显增长

外，其他群体都在下降。2010 年维吾尔族“料理家务”者在“未就业人口”所占比例（35.91%）

是比例较低的朝鲜族（17.97%）的两倍。维吾尔族传统文化中的妇女家庭角色可能是城镇妇女在

家“料理家务”的重要因素。由于传统上从事草原畜牧业，即使进入城镇后，哈萨克族女性“料

理家务”的比例始终很高，在 2000-2010 年期间略有下降，从 47.02%降至 43.12%。 

（6） 2000 年统计的“从未工作正在找工作”人员与 2010 年统计的“毕业后无工作”人员

的实际范围应该大致相当，可以进行相互比较。2000 年“从未工作正在找工作”人员在全国未

就业总人口中的比例为 5.63%，有 6 个族群（哈萨克、朝鲜、满、回、蒙古、维吾尔）的比例超

过了 6%，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 6 个群体中既包括了受教育水平、城市化水平较高的朝鲜

族，也包括了相对水平偏低的维吾尔族。在 2010 年，所有 17 个族群“毕业后无工作”这部分人

员在全体“未就业人口”中的比例与 2000 年相比都有显著下降。2010 年这一比例的全国平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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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为 2.79%，这一水平的 1.5倍为 4.18%，比例比较高的 3个族群为维吾尔族（4.17%）、满族（4.37%）

和哈萨克族（5.93% ）接近或超过了这一水平。 

由于持有农村户口的初高中学生毕业后被统计为“农业劳动者”，“毕业后无工作”人员主要

是持城镇户口的中学、中专或大学毕业生，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出维吾尔族青年在城镇非农

产业就业困难的现实状况。导致他们就业困难的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在维吾尔族人口高度聚居的

南疆地区1，当地学校中的汉语教学长期较弱，各级学校缺乏合格的汉语教师（马戎，2011），学

生也缺乏汉语学习的语言环境，而当地各项经济活动（制造业、运输业、服务业等）与内地的联

系越来越紧密，许多维吾尔族中学毕业生掌握汉语的能力与当地就业市场上对劳动力越来越高的

汉语交流能力的要求之间出现差距，从而导致了他们的就业困难。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毕业生在

就业市场上存在语言问题，但是相比之下满族并不存在类似问题，满族的毕业生待业比例为何这

么高，需要引起关注和进一步调查分析。 

（7）2000 年全国“失去工作正在找工作”人员比例为 4.97%，高于这一水平的有汉族（5.08%）、

满族（5.43%）、回族（6.19%）和朝鲜族（8.14%）。这 4 个群体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同时从事

农业人员比例最低。“失去工作正在找工作”人员比例偏高可能反映出这 4 个族群具有比其他群

体更高的职业流动性。 

在 2010 年普查中，“（没有工作）正在找工作”人员根据不同原因（单位原因、个人原因、

耕地征用）被分为三组，这三组人员的规模总和与比例，可以大致与 2000 年“失去工作正在找

工作”这一组进行比较。2010 年这部分人员的比例在全国为 4.55%，低于 2000 年的 4.97%，表

明全国整体的待业情况有所改善。在表 2 的 17 个群体中，有 5 个族群的相关比例有所下降（汉

族、蒙古族、回族、满族、朝鲜族），其他的群体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在这三个以具体原因进行的分组中，“因单位原因无工作”的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78%）

的是汉、满、回、朝鲜这 4 个务农人员比例最低的族群，而藏族是受“单位原因”而待业的影响

最小的群体（0.23%）。“因个人原因无工作”的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2.27%）的有汉、壮和朝鲜

族，接近这一水平的有回族和满族，这几个群体主要居住在中原和沿海地区，个人就业流动机会

相对较多，因此有较多的人员处于离开原有工作、正在寻求新工作的过渡时期。因为“承包地征

用”而没有工作的人员，在“未就业人口”所占比例的全国平均水平为 0.51%，汉族比例相同，

而高于这一比例的有回、维吾尔、彝、壮、布依、朝鲜、白这 7 个族群。这个分组的实际人数与

所占比例，与近 10 年来各族聚居地区的城市化建设的不同进度有关，城镇拓展和基础设施建设

必然会涉及到农民承包耕地的征用。相比之下，高原、草原和偏远山区的人口密度很低，城镇发

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导致征用农民承包地的情况较少，因此，居住在这类地区的蒙古族、藏族、哈

萨克族、侗族、瑶族、哈尼族未就业人口归入此类的也就相对较少。 

 

二、藏族与维吾尔族人口的跨地域流动 

 

在一个实现了产业现代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国家，国内不同地区的资金、能源、原材料、劳动

力、生产设备、各种产品/半成品都在一个全国性经济系统内部根据市场需求和供给的变化进行

跨地域流动，以追求对各种生产要素进行最合理的配置，达到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的经济目的，

甚至许多行业都在不断提高国际化水平，积极参与跨国贸易和劳务输出。 

由于历史原因以及地理运输条件的差异，我国西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曾经一度比较封闭，在

经济上“自给自足”，语言和生活习俗的差异也一度为各族人口跨地域流动和迁徙造成障碍。近

代中国的政治整合、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公路、铁路）的建设逐步为打破历史上造成的一些族

群的传统聚居模式创造了条件。我国各族群的传统居住模式各不相同，汉、回、满等群体的人口

                                                        
1 如和田地区维吾尔族占当地人口的 96%，喀什地区维吾尔族占当地人口 92%，基层农村几乎没有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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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遍布全国各地，但是如藏族、维吾尔、哈萨克族、傣族等西北和西南地区的一些族群则高度

聚居，其中人口规模较大、语言和宗教与主流群体差异较大、人口分布在历史上高度聚居的藏族

和维吾尔族需要我们给予更多关注。因此，我们利用普查数据对这两个族群人口的地理分布变化

进行分析。 

我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先后建立了 5 个省级自治区，30 个自治州和

120 自治旗县。新疆是维吾尔自治区，我国维吾尔族人口的绝大多数居住在新疆。除西藏自治区

外，中央政府分别在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建立了 10 个藏族自治州（其中 2 个是与其他民族

共建的自治州）和 2 个藏族自治县，以上这些自治单元共同组成了“藏族自治地方”，共 145 个

县和 3 个地区。根据 1982 年人口普查统计，居住在以上“藏族自治地方”的藏族人口占我国藏

族总人口的 93.7%，1990 年普查时仍占藏族总人口的 93.4%，到了 2000 年普查时占藏族总人口

的 92.3%，2010 年普查时占 91.4%。这些数字说明我国藏族人口中有些成员正在缓慢地跨越传统

居住区的边界进入其他地区，这一发展趋势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一体化的大方向是一致

的。 

1．藏族人口的跨地域流动 

表 3 介绍了 1982 年、1990 年、2000 年和 2010 年前后 4 次人口普查公布的各省藏族人口统

计。除了上面介绍的“自治地方”之外藏族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这一指标外，我们对“自治地方”

之外藏族人口的绝对人数也同样需要关注。特别是 2000 年中央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

来，随着基础设施（如青藏铁路）和能源建设项目的加快，大量沿海和内地企业进入我国西部地

区，大量汉族流动人口也跟随这些建设项目来到西部，与此同时，也有一定数量的藏族和维吾尔

族人口来到了内地和沿海城市寻找就业和发展的机会。对于来到西部的汉族流动人口已经有不少

研究成果（马戎等，2012），本文关注的是来到本族“自治地方”范围之外的藏族和维吾尔族人

员，表 3 介绍了近 4 次人口普查数据中我国各藏族自治地区和其他省市的藏族人口分布情况。 

 

表 3、藏族人口分布变迁 

 

 

1982 

(人) 

1990 

(人) 

1982-1990 

增长% 

2000 

(人) 

1990-2000 

增长% 

2010 

(人) 

2000-2010 

增长% 

全国 3,874,035 4,593,072 0.19 5,416,021 0.18 6,282,187 0.16 

西藏自治区 1,786,544 2,096,346 0.17 2,427,168 0.16 2,716,388 0.12  

其他藏族自治地方 1,845,219 2,192,456 0.19 2,573,696 0.17 3,025,677 0.18  

青海非藏区 166,409 193,732 0.16 224,116 0.17 254,048 0.13  

甘肃非藏区 28,393 34,545 0.22 47,825 0.38 57,826 0.21  

云南非藏区 5,075 6,969 0.37 11,333 0.63 12,761 0.13  

四川非藏区 31,283   50,557 0.62 70,402 0.39 151,887 1.16  

重庆 - - - 2,292 - 3,086 0.35  

北京 820 1,329 0.62 2,920 1.20  5,575 0.91  

天津 30 505 15.83 1,271 1.52  1,775 0.40  

河北 127 995 6.83 3,096 2.11  1,935 －0.38  

山西 75 474 5.32 1,544 2.26  1,047 －0.32  

内蒙古 504 807 0.60 2,062 1.56  3,259 0.58  

辽宁 67 625 8.33 2,017 2.23  1,881 －0.07  

吉林 18 143 6.94 1,615 10.29  652 －0.60  

黑龙江 55 186 2.38 1,655 7.90  589 －0.64  

上海 104 637 5.13 1,642 1.58  2,406 0.47  

江苏 82 866 9.56 2,659 2.07  3,358 0.26  

浙江 35 393 10.23 1,084 1.76  2,850 1.63  

安徽 105 558 4.31 2,263 3.06  1,279 －0.43  

福建 87 282 2.24 1,290 3.57  1,739 0.35  

江西 39 397 9.18 1,649 3.15  1,150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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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173 932 4.39 2,733 1.93  2,146 －0.21  

河南 521 1,606 2.08 3,953 1.46  1,811 －0.54  

湖北 83 760 8.16 1,648 1.17  2,175 0.32  

湖南 95 552 4.81 2,930 4.31  1,622 －0.45  

广东 388 1,307 2.37 7,020 4.37  5,604 －0.20  

海南 - 101 - 450 3.46  248 －0.45  

广西 149 211 0.42 2,194 9.40  815 －0.63  

贵州 205 677 2.30 1,787 1.64  1,281 －0.28  

陕西 1,120 1,319 0.18 3,048 1.31  6,345 1.08  

宁夏 47 198 3.21 506 1.56  656 0.30  

新疆 1,967 2,235 0.14 6,153 1.75  8,316 0.35  

藏族自治地方外 242,272 304,270 0.26 415,157 0.36  540,122 0.30  

占藏族总人口% 6.25 6.62 - 7.67 - 8.60 - 

     资料来源：根据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公布的全国及各省区历次人口普查资料。 

 

1982 年，在西藏和其它藏族自治地方以外生活的藏族人口为 24.2 万人，占我国藏族总人口

的 6.25%。自 1981 年藏区各地逐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以后，陆续开始有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

动到其他地区寻找就业机会，1990 年在西藏和其它藏族自治地方以外生活的藏族人口达到 30.4

万人，在这 8 年期间增长了 25.6%，占我国藏族总人口的 6.62%。到了 2000 年，在藏族自治地方

以外的藏族人口达到 41.5 万人，这 10 年期间增长速度为 36.4%，占我国藏族总人口的 7.67%。

我们在许多城市都可以看到有藏人在街角出售传统藏族首饰、佛像等工艺品，一些城市里还开办

了藏餐馆。2010 年北京的藏族人口已经达到 5,575 人。 

2010 年在藏族自治地方以外的藏族人口达到 54 万人，占我国藏族总人口的 8.6%。在

2000-2010 年期间，藏族自治地方以外藏族人口的增长速度为 30.1%，与 1990-2000 年这 10 年的

增长速度相比（36.4%），这一增长开始呈现放缓的趋势。从表 3 的数据中，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

是，除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族自治地方以外的 30 个省区中，有 13 个省区的藏族人口在 2000-2010

年期间非但没有增长，反而有所下降。这些藏族人口下降的省区集中在东北三省和华南等地区，

惟有在浙江和陕西两省的藏族人口有比较明显的增加，分别增长了 1.63 倍和 1.08 倍，具体原因

需要进一步调查。此外，藏族人口明显增长的省份还有四川非藏区，增长了 1.16 倍。近些年许

多西藏自治区、青海、甘孜和阿坝的藏族干部来到成都附近购买住房，使成都市的藏族人口在

2010 年增至 32,332 人，在邻近甘孜藏族自治区的雅安地区也增至 27,964 人。形成明显对比的是，

在青海、甘肃和云南 3 省非藏族自治地方的藏族人口并没有显著增加，可见四川非藏区特别是成

都（气候、饮食、文化氛围和当地政府的政策）对于藏族流动人口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整体来看，在 1990-2000 年期间，藏族人口向自治地方以外的流动与就业曾经出现了一个较

快的增长，但在 2000-2010 年期间，这一人口外流的势头明显放缓，在近半数省市藏族人口甚至

有所下降。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是什么，需要深入调查。在普查中统计的非藏区藏族人口（54

万）当中，第一部分是在政府部门就业的干部职工，在北京的中央机构（国家民委及下属事业单

位如民族出版社、民族编译局、民族歌舞团等）和有藏族自治地方的省会城市（西宁、成都、昆

明、兰州）都有一定数量的藏族干部职工，他们不属于流动人口。第二部分是政府安排的内地“西

藏班”学生1。第三部分才是真正自发进入非藏区的藏族流动人口，他们主要来自藏区的农村和

小城镇，而且所受的教育有限。这些藏族流动人口并没有进入沿海和内地城市的制造业、运输业、

建筑业、服务业这些吸收了大量流动人口的行业2，而街角摆摊卖工艺品这类行业只能吸收数量

十分有限的从业人员，正是他们的这一就业模式限制了藏族流动人口在自治地方以外省市的持续

                                                        
1 内地西藏班自 1985 年开始招生，2012 年内地西藏班在校初、高中学生为 14,900 多名，分布在全国 20 个省（市）

的 79 所学校。2012 年内地西藏班初中招生 1540 人。 
2 据调查，内蒙古的许多蒙古族流动人口在其他省市成功地在建筑业、运输业和服务业得到就业（马戎，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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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2．维吾尔族人口的跨地域流动 

表 4 介绍了 1990 年、2000 年和 2010 年三次人口普查公布的维吾尔族人口分布数据。 

在 1990-2000 年期间，全国所有省市的维吾尔族人口都有非常显著的增长，有的省市甚至增

长了几十倍，在新疆以外省市的维吾尔族人口总数从 1990年的 15,179人，增加到 2000年的 53,771

人，增长 2.5 倍。这显示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和人口流动政策的放开，许多新疆的维吾尔

族人员来到内地寻求就业机会，在全国各地城镇都可以发现烤羊肉串的摊点，有些维吾尔族开设

了清真餐馆，拉条子和大盘鸡也开始为内地人所知晓，应当说这是一个可喜的发展趋势。 

 

                  表 4、  中国维吾尔族人口的地理分布 

 

1990人口 
2000人口 

1990-2000 

增长% 
2010 人口 

2000-2010 

增长% 

全    国 7,207,024 8,399,393 0.165  10,069,346 0.199  

新    疆 7,19,1845 8,345,622 0.160  10,001,302 0.198  

北    京 2,020 3,129 0.549  6,975 1.229  

天    津 199 974 3.894  2,170 1.228  

河    北 279 1,785 5.398  864 –0.516  

山    西 66 1,084 15.424  670 –0.382  

内 蒙 古 166 1,259 6.584  658 –0.477  

辽    宁 390 2,407 5.172  1,917 –0.204  

吉    林 264 1,500 4.682  1,127 –0.249  

黑 龙 江 211 1,189 4.635  884 –0.257  

上    海 496 1,701 2.429  5,254 2.089  

江    苏 361 2,213 5.130  4,367 0.973  

浙    江 65 785 11.077  5,377 5.850  

安    徽 130 1,733 12.331  710 –0.590  

福    建 33 1,080 31.727  1,159 0.073  

江    西 20 1,142 56.100  852 –0.254  

山    东 238 2,386 9.025  4,635 0.943  

河    南 1,833 4,623 1.522  3,035 –0.343  

湖    北 277 1,457 4.260  2,577 0.769  

湖    南 5,794 7,939 0.370  6,716 –0.154  

广    东 262 3,057 10.668  6,438 1.106  

广    西 53 1,550 28.245  1,795 0.158  

海    南 10 354 34.400  393 0.110  

重    庆 - 1,194 - 1,162 –0.027  

四    川 209 2,158 9.325  1,945 –0.099  

贵    州 42 1,149 26.357  548 –0.523  

云    南 38 1,161 29.553  1,282 0.104  

西    藏 14 701 49.071  205 –0.708  

陕    西 583 1,187 1.036  1,570 0.323  

甘    肃 938 2,131 1.272  1,937 –0.091  

青    海 122 431 2.533  209 –0.515  

宁    夏 70 312 3.457  613 0.965  

新疆之外省市 15,179 53,771 2.542  68,044 0.265  

新疆外% 0.27 0.64  0.68  

              资料来源：根据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公布的历次人口普查资料。 

 

但是在 2000-2010 年期间，这一趋势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虽然在新疆以外省市的维吾尔

族人口总数从 5.3 万人增加到 6.8 万人（增长 26.5%），但是在新疆以外的 30 个省区直辖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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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族人口在 16 个省区直辖市中出现了负增长。维吾尔族人口出现较大增长的是浙江、上海、

北京和天津，下降较多的是西藏、安徽、贵州、河北和青海。对于导致这些增长或减少的具体原

因，还需要在这些地区开展进一步的调查和分析。 

这些居住在新疆以外的维吾尔族人口，与前面讨论的藏族人口一样，也可大致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在中央机构工作的维吾尔族干部，主要集中在北京，2010 年北京的 6,975 名维吾尔

族人口中，这些干部职工占了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二部分是从 2000 年开始招收的新疆“内地高

中班”学生，每年约 5,000 人，学制中加上“预科”一年共 4 年，4 年学制的在校生总数约为 2

万人，即使考虑到其他民族约占 10%，这在新疆以外的 6.8 万维吾尔族人口中也是一个不小的比

例，北京、天津、上海都开办了新疆“内地高中班”，这也部分说明这些城市维吾尔族人口增长

的原因。在大学毕业后，这些学生大多返回新疆。第三部分是自发来到内地的维吾尔族，他们构

成了人们在内地城镇中看到的考羊肉串、卖切糕和哈密瓜等自行就业的人员，从整体上看，他们

与藏族流动人口同样没有进入到内地城镇的制造业、运输业、建筑业等能够吸收大量就业人员的

行业，所以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的就业与生活是不稳定的。 

但是，近年来这些街头摊贩与消费者发生矛盾以及“新疆小偷”的报道不时出现在各地报刊

和网络上，非常遗憾的是这些个别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疆流动人口被“污名化”，这就

进一步限制了他们的就业机会与空间，一些维吾尔族流动人口遇到“租房难”、“看病难”等许多

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这些因素使他们无法像其他汉族流动人口那样在内地和沿海城镇长期定

居和生活。普查数据表明 2000-2010 年期间在新疆以外省市的维吾尔族人口总数增加了 1.5 万人，

但是如果减去近 2 万的“新疆内高班”学生，新疆流动人口的实际数字可能是在下降。 

与此同时，浙江、上海、广东、北京等个别省市维吾尔人口的显著增长，可能需要从当地的

一些具体政策和项目中找原因。一个可能性是前面提及的“新疆内地高中班”的开设；另外一个

可能性是这些省市与新疆地方政府合作组织了跨省劳务输出。这些省市的开发区需要劳动力，新

疆一些地方政府也在积极为解决本地劳动力待业问题寻找出路，因此由政府出面组织维吾尔族劳

动力的跨省劳务输出，已经成为南疆一些县实现“脱贫”的主要手段。我们曾在南疆调查了县级

政府组织的面向天津、浙江企业的劳务输出情况，如喀什地区疏附县在 2007 年上半年就向疆外

组织劳务输出 4000 多人（马戎，2007：28），与各省统计的维吾尔族人口相比，这已是不小的规

模。在原来维吾尔人口基数很小的条件下，涉及到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劳务输出项目就可以显著

提高该省的维吾尔族人口增长率。但是从整体上来看，由于维吾尔族的语言、宗教信仰、生活习

俗与内地社会的差距较大，在新疆跨省务工人员与当地居民和其他汉族务工人员之间，很容易出

现彼此之间的误解甚至冲突1，加上近期发生在新疆一些地区的恶性暴力事件，这些因素都加大

了今后组织跨省劳务输出的难度。在新疆的民族关系没有得到整体性好转的条件下，维吾尔族人

口向内地城镇的流动与就业很可能呈现一个下降而非增长的趋势。 

 

结束语 

 

在国际和国内社会学界，“社会分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性”始终是人们最为关注的研究主

题之一。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只有让中产阶级不断增长并成为社会的中坚，保持“两头小、中间

大”的枣核形社会分层结构，才是一个稳定和健康的理想社会结构；同时，只有保持较高的社会

流动性，使来自低层家庭的年轻人有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社会的扶持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这

个社会才有活力并得到大多数国民的认可（波普诺，1999：238-258；Goldhamer, 1972）。 

近期国内媒体报刊针对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板结化”的讨论，在民众中引起极大共鸣（李

                                                        
1 另外，众所周知 2009 年乌鲁木齐“7·5 事件”的导火索之一，就是发生在广东韶关地区维吾尔族劳务输出人

员与汉族员工的斗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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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2013；石勇，2013），人们在激烈地讨论各种“二代”（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现象。

但是，对于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汉族群体与西部少数民族群体

（维吾尔族、藏族等）之间出现的不断加剧的“族群分层”现象，人们却很少予以关注。我国少

数民族在全国性政治体制、经济规划、文化发展的各种战略讨论中始终处于“边缘化”的状态，

他们微弱的声音很难被 12.2 亿人口的汉人主流社会和国家领导人听到。在一个少数民族人口为

总人口的 8.4% 、民族自治地方占领土面积 64%的多民族国家，这是极为不正常和十分危险的。

在任何一个多种族、多族群的西方国家，“族群分层”和少数族群的社会流动模式也一直是社会

学家的核心研究领域。当前正是中国处在一个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国内社会科学界应当对

我国少数民族的处境和社会流动性给与更多的关注。 

人口普查为研究者提供了涵盖面最广、误差较小1的全国性调查数据，与任何局部地区的调

查结果相比具有更权威的代表性。但是由于普查问卷的调查项目有限，而且不向社会提供原始数

据，因此研究者无法进行更进一步的统计分析。但是这些有限的信息依然为我们提供了中国各族

人口社会结构的大框架，也揭示出我国“族群分层”的基本发展态势。  

本文通过对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梳理，对我国人口在 125 万人以上的 17 个少数民族的结业

结构、未就业人员的原因结构进行了分析与讨论。在这些族群的职业结构比较和近 20 年里的职

业变迁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新疆的维吾尔族。在 2000-2010 年期间，除了农业劳动者比例和人数

显著增加，商业服务业人员比例略有增加之外，在其他的重要职业的就业比例都在下降。特别与

其他族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维吾尔族“党政机构负责人”比例从 0.84%下降到 0.47%，实际人

数从 3.773 万人下降到 2.555 万人，降幅达到 32.3%。维吾尔族是新疆最主要的自治民族，人口

超过 1000 万，在新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举足轻重。在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

的进程中，这个群体的“族群分层”和“社会流动”的情况是能够得以不断改善，还是正在持续

恶化，这种发展趋势将会如何影响社会中的维汉民族关系，无疑是中央政府和主流社会必须予以

关注的大问题。 

本文最后一部分专门讨论了藏族和维吾尔族的人口地理分布，在 1990-2000 年期间这两个族

群与全国人口的大趋势一样，有一定规模的流动人口自发来到内地和沿海城镇寻求就业机会和发

展空间，但是在 2000-2010 年期间，这个向本族传统聚居区以外扩展的趋势明显放缓，甚至在相

当一部分省市出现了人数下降的逆转现象。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通过经济一体化、劳动

力市场化的发展进程，许多国家逐渐改变了各族聚居和彼此隔离的传统居住模式，在人员流动迁

移并在新兴产业就业的过程中逐步增加了各族群之间的人际交往和文化交流，最终使各族群融为

一个不可分割的经济与政治共同体。我们分析各民族的跨地域流动，必须把它放在国家政治与经

济整合的大框架中，才能认识到它所具有的深刻意义。当然，社会发展、族际交流的过程并不会

一帆风顺，有时会出现反复和低谷，这些现象的出现并不奇怪。但是，我们必须认真调查和了解

这些现象之所以会发生的社会、经济、文化与政策原因，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头脑清醒地及时调整

政策、逐步创造条件来改善族际交往现状，努力把我国的民族关系引导进入一个良性互动的健康

的发展模式，紧密团结 13 亿国民走向一个平等互利、共同繁荣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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